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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医疗史的发展为唐代妇女研究带来新的理论，人生史的热议促使学者关注古代女性个
体生命历程，多学科的交叉会聚使唐代女性医疗、疾病研究成为 21 世纪以来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热
点。海内外学界共同聚焦唐代墓志资料，积极还原妇女生育与死亡的经历。墓志与中医古籍的运用
是该领域发展的关键，两者在文本书写上都存在社会性别框架的限制，需要遵循对应资料的基本使

用规律，细致甄别男性的“他者”视角与女性群体的实际状况，探索与总结符合中国古代史实的理论;
不能把唐代妇女史“孤立”于整体历史之外，更不可套用西方理论，忽视中国古代自身的发展特征。
本文以柳宗元所撰崔蹈规墓志为例，采用多学科融合的方法复原崔蹈规生育—患病—死亡的过程，
重新审视唐代社会阶层与医疗资源分配，强调在整体史观下构建我们自己的女性 /性别史研究体系。
【关键词】 唐代妇女史 墓志书写 医疗史 崔蹈规

妇女史于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逐渐由边缘走向主流，成为“新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 21
世纪，随着“社会性别”概念的引入与讨论，专门史研究百花齐放，妇女 /性别史在研究视域、解析方法
上皆有不断拓展的趋势。欧美学界将中国妇女史作为海外汉学的代表性论题之一，国内学者亦积累
深厚，高质量、前瞻性成果频出，并注重在研究的系统化、理论创新、学科交叉上发挥引领作用。2001
年北京大学召开的“唐宋妇女史研究与历史学”国际学术会议，①《历史研究》2002 年第 6 期以“历
史、史学与性别”为主题的笔谈，②《史学理论研究》2004 年第 3 期围绕“妇女史与社会性别的启示”
的专栏讨论，③以及 2016 年以来南开大学连续举办的四届妇女 /性别史论坛等学术活动持续推动该
领域的发展与突破。
其中，中国古代妇女史一直是海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以唐至清的妇女研究为最。唐代作为诸

时段之先，女性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上的表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由此展开的史实
考证、理论总结、文本书写辨析等，为整体妇女 /性别史学科和断代史中的女性研究提供了经验，围绕
唐代妇女的家庭、婚姻、政治行为、经济活动、文化生活、思想观念、社会认同等方面都曾提出了引起
国际学者共鸣的经典论题。近年来，新的热点随着人们对疾病与医疗的重视日益凸显，唐代女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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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的疾病困扰、求医渠道? 如何分析还原她们的生命历程? 这无疑是多学科的交叉会聚。以需求
为导向，海内外学界注重现实关怀，积极创新理论，进行多元探索，孕育出新的发展趋向———聚焦
“人”的历史。① 如何保持唐代女性医疗与疾病研究的创新活力，校正计量史学的误差，回归整体史
观，“把妇女还给历史”，②实事求是地还原历史上中国妇女的生命历程，探索与总结符合中国古代史
实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是本文试图论证的核心问题。

一、唐代妇女史研究的新进展与焦点问题

从人生史、医疗史的角度研究妇女群体，是 21 世纪以来唐代妇女史研究领域关注的焦点问题之
一，或成为主题被阐释、论证，或以潜在的逻辑线索为形态贯穿于文本之中。人生史( life history，也
被译为“生活史”“生命史”) ③与古史中的“传记”“人物志”有相通之处，以辑录—比较—考辨的方式
将个人的家庭关系、社会身份、生平际遇等信息整合后制作成符合历史背景、呈现个人变化的个体生
命史。疾病与医疗与之紧密关联，历史上每位“她”的一生都要经历出生、疾病、死亡( 有的包括生
育) ，与医疗史密不可分。女性群体在医事中的际遇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焦点，从医治主客体而言，包
括女性医者和女性患者;从社会等级划分来看，不同阶层的女性获得的医疗资源、所处的诊治环境、
接受的医学知识教育、患病种类和因病致死的原因、过程差异甚大。
目前学界关于唐代妇女医疗史的研究，涉及女性生殖和健康照顾、女性医护者、女性患者治疗

等多方面。综合性的考证有李贞德所著《唐代的性别与医疗》《性别、身体与医疗》，以药方为主要
材料，还原 6—9 世纪女性在生育和健康照顾中的历史状况。④ 专题类的研究，如李志生、程锦聚焦
女性医护者的来源、医学教育、社会地位; ⑤陈昊对与疾病、饥馑相关的墓志进行解读，展现出女性
患病后求助占病之术直至离世的过程，具有一定代表性; ⑥张维慎独创性地以中医“七情”理论分析
墓志中情志失衡而患病与死亡的案例，其列举的墓志中包含 11 位女性墓主; ⑦张梦莹的研究涉及唐
代女性生育死亡的讨论，简述长安出土墓葬中三例难产死亡现象与《千唐志斋藏志》中两则长安女性
分娩致死案例。⑧ 研究方法上，关注古代女性医疗的学者有互鉴融通的良好氛围，上古、中古妇女史
研究者积极学习参考明清时期的研究成果，如费侠莉( Charlotte Furth) 《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
的性( 960—1665) 》，⑨以宋至清初的历史为主，巧妙地从“身体认识论”( epistemology of the body) 的
角度解读中医典籍，广泛引用经书、方书、正史和医案记录考证古代妇女、妇科和妇病的相关问题。
对生命的追怀、对医疗和疾病的关注是历史学人文关怀的体现，人生史与医疗史交融的视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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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20 年热度不减，已成为唐代妇女史研究领域的特色议题和理论创新的突破点。唐代的女性研究
在政治史、文化史、经济史上都留下了重要的篇章，典型人物众多，研究体系完善。相较之下，在医疗
史领域还缺少系统、典型研究。如，正史中涵盖的群体绝大多数来自社会上层———与皇室相关的极
少数人，对于中下层妇女的生、死、病、疗鲜少论及，缺乏来自不同阶层的案例;没有个体的、完整的生
命历程记录，也难以做到米歇尔·福柯提出的“向下看的眼光”。① 如何解决上述问题? 怎样实现
“视线向下”? 唐史学界蓬勃发展的墓志研究为突破这一瓶颈提供了思路与经验。②

二、妇病何治:社会性别框架下墓志与中医古籍的书写

墓志是连接唐代女性人生史、医疗史的关键。黄正建明确指出墓志对疾病记载的重要性，碑铭
所记录的人生事迹包含了对于疾病的描述及时人的评论，可以帮助我们探讨唐人的死因、疾病类型
和病患所处的社会背景。③ 我们亦应深入探寻女性墓主志文的典型事例。
为亡者撰文刻碑在唐朝已经形成风气，墓志数量远超前代，使用范围也不再局限于达官显贵，而

逐渐向中下层拓展。目前已挖掘并整理出的墓主身份多样，不乏没有任官履历的普通读书人、贫困
的僧道群体、身份卑微的乐籍人士等。风尚如斯，女性群体也成为墓志内容的主角。④ 据姚平对唐代
女性墓志的整理、焦杰对唐代墓志中女性资料的研究，⑤有超过 1500 篇墓志是为女性书写的，每一篇
都是对个体人生史的记录。这些墓志数量多、阶层来源多样，是学者们研究唐代女性教育、婚俗、宗
教信仰等专题的宝藏。
墓志作为一类特殊史料，具有自身的书写模式和意图。撰写者受人所托，为亡者书写志文，形成

一篇高度浓缩和概括的传记，旨在书写逝去之人的嘉言、善行、伟业，彰显子孙慈孝之心，字里行间饱
含着惋惜哀叹，习惯性地隐去墓主生前的负面情况，如丑、恶、失败等可以曲言避讳，或者一笔带过。
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两个难题。第一，墓志书写具有一定的范式，为亡者讳，慎言墓主的疾病、死亡
历程，而逐渐模式化，往往只记载“疾”和死亡的时间、地点。如果单一使用数据化的方式，计量分析
唐代妇女全体的墓志信息，只能得到死亡年龄、平均寿命的大致数据与笼统的阶段性特征、男女差
异。第二，墓志绝大部分由男性书写，造意和信息来源多是墓主的丈夫、父亲或男性后代。受到古代
社会性别框架的直接影响，“他者”视角下的女性生平状况，是受到“剪裁”的人生史与疾病史。如何
剥离性别差异与古代男权社会带来的局限，克服墓志书写范式造成的文本过简、避讳，挖掘女子的生
命历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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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明确该墓主所处的时段，结合通史的研究成果，将人物置于客观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

境。如，临川公主墓志中涉及的四位女性:墓主临川公主、母亲( 唐太宗的韦贵妃) 、婆婆( 谯郡太夫
人) 、武则天的母亲杨氏。① 她们生活于唐初，与皇权斗争、朝政革新关系紧密，解读志文需要嵌入
武周改制前后复杂的政治现象。临川公主作为李唐皇室成员中的女性，“反武”抑或顺应大势是一
个关乎生死的选择。其墓志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即为她在武则天居丧 ( 母亲去世后) 期间上书“嘉
颂”，悼念亡者、赞美武则天“孝德”，②受到种种褒奖，表明她的“求生欲”与政治立场。其次，在掌握
唐代墓志书写范式的基础上，需去除常见书写女性美德的虚饰，抓住个性化的差异描述。欲剥离志
文中的套话，就要熟悉墓志的撰写逻辑、修辞手法及常用的赞美词、委婉语。比如，形容言行规范的
三从、四德、六行，家庭生活上的柔、顺、举案齐眉、严恪舅姑、贞节，个人才能方面的诗书、女工、丝管
等。③ 此外，以整体史观在传世文献、石刻资料、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广泛搜寻与墓主相关的历史人物，梳
理出人际关系图谱，形成多元的史料互证和多位历史人物的互动。以身处隋唐易代的长孙四娘为例，④

她的志文信息有限，但结合传世文献《魏书》、新旧《唐书》等及其夫郭嗣本、亲族的墓志，就能大致梳理
出长孙四娘 61年的人生历程、家族世系，包括与唐朝政坛重要人物长孙无忌、长孙皇后的关系。
还有一点不可缺少，即利用中医古籍拓展志文中的“只言片语”。具备墓主疾病与死亡信息的唐

代墓志是病案资料，可以引用唐朝及以前的医经、方书、医案来辨症。如若撰写者掌握医学知识和相
关理论，他在行文中可能流露出对亡者病情的判断，体现唐人的医学观，是我们研究医疗史的珍贵材

料。这一过程中，需要谨慎地处理社会性别制度投射的“阴影”。古代从事医学工作、著书立说之人
绝大部分是男性，由于身体差异、社会性别观念等因素，妇女看病存在困难，特别是涉及身体、月事及
生育等问题。宋代齐仲甫在《女科百问》中写道: “宁医十丈夫，不医一婴儿; 宁医十婴儿，不医一女
妇。”⑤反映出唐宋男性医者对于妇病治疗的担忧与无奈。为什么妇科在古代“难治”? 结合东汉《金
匮要略》来看，当时对女性疾病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女子妊娠、产后、生育时期。医者认为这是妇女患
病的高发期，从疾病类型和诊疗空间来看，这些病痛多在闺中、床帏间，在传统社会属于“隐疾”而
“不足语外人”，能够被诊疗、记录的案例比较罕见，不利于经验积累和理论传承。直至明清，类似的
现象仍然存在。如，《明清时期男性关系网络主导下的女性择医》一文用明清史料道出女性患者的就
诊过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男性关系网络，此时虽然与唐代相隔久远，但女性群体在古代空间、性别意
识交织中的医疗困境仍有共通之处。⑥

“妇病难治”是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都曾经历的难题，医疗、古籍的性别框架亦是海内外皆
有的现象。但是，中国古代医学肇于上古，经久不衰，一代代医家不断尝试寻找治愈女性疾病、维持
妇女健康的方法。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经典《黄帝内经》中记载了 11 种妇科病症，此后的《神农本草
经》《千金要方》等无不在探讨女性的病因、病机、治法方药，这与中医救世济人的宗旨、中国传统文
化的普世关怀一脉相承。诚如于赓哲所言，古代医学“更多注重非中心、非精英”的要素，其中就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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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60 页。
参见赵守俨:《〈唐临川公主墓志〉记事考索》，《文史》第 9 辑，中华书局 1980 年版;郭海文:《〈大唐故临川郡长公主墓志铭并序〉
再考》，《唐代文学研究》2020 年第 1 期。
参见强跃、景亚鹂:《论唐人崇尚的女性美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 年第 5 期。
参见张占民、倪润安:《唐郭嗣本与长孙四娘夫妇墓志考释》，《文博》2013 年第 4 期。
齐仲甫:《女科百问》，上海古籍书店 1983 年版，第 8 页。
顾玥:《明清时期男性关系网络主导下的女性择医》，《妇女研究论丛》2020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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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阶层的妇女群体。这为我们提供了与史官体系、学术价值评判体系相差异的“他视角”。由此，
研究唐代女性的人生史应积极运用医学古籍，提取时人的诊断经验与理论。
如何在双重的性别框架下利用墓志还原唐代妇病治疗状况? 怎样在坚持本专业基本范式的前

提下实现多学科的协作? 我们以柳宗元所撰崔蹈规墓志为例，进行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探索。

三、墓志和医书双重构建下的唐代妇女

目前已发现柳宗元所撰志文 45 篇，其中为女性撰文 15 篇，对象主要是自己的亲属，也曾受友人
所托为其家眷落笔行文。作为突破常规之人，柳宗元是墓志文章新变的典范。刘城指出:“柳宗元对
人身体上的不适、疾病或死因，表现出特别的关注，并且如实写入墓志中。”①他认为这是柳宗元求新
求变思想及个人患病、被流放历程的折射，特别关注亡者的病痛与死亡。在柳宗元所撰志文中，有一
篇颇为独特，内容包括女墓主的患病情况和死因，这就是《唐朗州员外司户薛君妻崔氏墓志》。崔氏
名蹈规，字履恒。这位女子与柳宗元是什么关系? 她经历了怎样的病痛? 又因何而亡?
( 一) 崔蹈规其人:以墓志还原女性人生史

此方墓志为 20 世纪 80 年代于河南巩义市芝田乡官庄村唐墓所出，两方保存完好的墓志证明了
墓主人的身份:薛巽与妻子崔蹈规。② 丈夫薛巽，河东人，亡故于鄂州员外司户任上，家中世代为官，
父亲为大理司直，祖父曾任太子东宫的属官，其墓志的撰写人是出自一流士族博陵崔氏的崔雍。妻
子崔蹈规，也是博陵崔氏的一员，是崔雍的姐姐，其墓志则由柳宗元撰写。
柳宗元与崔蹈规是什么关系? 志文写道:“蹈规柳氏出也，以叔舅宗元命，归于薛。”③可见，柳宗

元是崔蹈规的舅舅，崔的婚事也由柳宗元促成。这包含着柳宗元家族的历史，也隐藏着崔蹈规命运
的转折点。博陵崔氏的大家闺秀为何嫁给了身份、官职、家世都相对较低的薛巽? 古代婚配通常遵
循父母之命，怎会由舅舅代劳? 这些疑问需要结合史料进行分析和推理。
崔蹈规出生及年少时光在墓志中记述为: “唐故永州刺史博陵崔简女讳蹈规，字履恒，嫁为朗州

员外司户河东薛巽妻。三岁知让，五岁知戒，七岁能女事。善笔札，读书通古今，其暇则鸣丝桐、讽
《诗》《骚》以为娱。”④崔蹈规的父亲是永州刺史崔简，母亲乃柳宗元的姐姐，可谓中上层官吏之家。从
名门望族的等级排名看，崔简出自五大姓“崔卢李郑王”的博陵崔氏家族，柳氏则是河东三大族之一。
柳宗元与崔蹈规家庭的密切关系，反映在他此后创作的祭文里:《故永州刺史流配 州崔君权厝

志》《祭姊夫崔使君简文》和《又祭崔简旅榇归上都文》是为悼念姐夫崔简所作，《亡姊崔氏夫人墓志
盖石文》则是为姐姐柳氏所写。⑤ 据上述篇目，可以大致描摹出崔蹈规父母的人生轨迹。父亲崔简，
贞元五年( 789 年) 进士，从山南西道节度府掌书记到刑部员外郎，后为连州刺史，因治理有方，所到
之处皆留有良政美名。母亲柳氏，是柳宗元的大姐，擅长隶书，雅好琴瑟。时至崔蹈规出生，虽崔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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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城:《文体新变与作者情感融合的典范之作———论柳宗元的墓志文》，《山西师大学报》2013 年第 3 期。
参见孙宪周:《柳宗元、崔雍所撰薛巽夫妇墓志述略》，《中原文物》1991 年第 4 期; 孙角云、赵晓红: 《薛巽崔蹈规夫妇墓志铭》，
《东方收藏》2014 年第 5 期。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 853 页。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 853 页。
柳宗元:《故永州刺史流配 州崔君权厝志》《祭姊夫崔使君简文》《又祭崔简旅榇归上都文》《亡姊崔氏夫人墓志盖石文》，尹占
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13 卷，中华书局 2013 年版，第 629、2655、2660、8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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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家的高门之名都在渐趋没落，但淳谨的家风仍在延续，重视文教，对于女儿的培养也兼顾礼仪、素
养与才学。生活在父贤母慈的家庭中，崔蹈规逐渐进入适婚年龄。
此时，家庭突遭变故: “始简以文雅清秀重于世，其后得罪投 州。诸女蓬垢涕号。蹈规柳

氏出也，以叔舅宗元命归于薛。”①父亲崔简从连州刺史迁转永州刺史，还未上任，就被状告。后
崔简被定罪并流放 州( 在今越南演州一带) 。如此横祸袭来，崔家上下震恐，志文中“诸女”憔
悴哭泣。崔蹈规面临随父远贬的危机，此时得到舅舅柳宗元的“援助”———他为外甥女安排了
“出嫁从夫”的选择，促成了崔蹈规与薛巽的婚事。
( 二) 崔蹈规之死:唐代女性疾病案例分析

崔蹈规婚后夫妇和睦，两人的墓志都印证了这一点。“惟恭柔专勤，以为妇妻，恩其故他姬子杂
己子，造次莫能辩，无忮忌之行，无犯迕之气。”②两人育有一女，崔蹈规也将丈夫与其他女子所生的
孩子视如己出，家庭氛围融洽。不料，丈夫“会粮料使以罪坐法，因得诖狱南州( 出) 连山县尉，北移
朗州洎鄂州”，③受到前行营粮料使于皋谟、董溪贪污案牵连，获罪南贬，举家迁徙。此时，柳宗元因
永贞革新失败左迁永州，他为外甥女婿的遭遇抱不平，又庆幸崔蹈规跟随夫君来到朗州，与永州距离

靠近，“武陵便道，往来信宿，幸兹再见，缓我心曲”。④ 舅甥二人以书信相通，亲人得以团聚。直至
818 年，崔氏再次怀孕生产，诞下一子后哺乳期患病，病情恶化导致死亡。崔蹈规去世时年仅 31 岁，
嫁给薛巽只有 7 年的时间。之后棺柩一路北上，葬在了洛阳北邙山———唐代公认的极佳安葬之地。
两年后丈夫也“积疾而终”，合葬于一处。志文记载这段经历为:

元和十三年五月廿八日，既乳，病肝气逆乘肺，牵拘左腋，巫医莫能已。期月之日，洁服
饰容而终。归于薛凡七岁也。十月甲子迁柩于路，其明年二月癸酉，袝于墓，在北邙山南，
洛水东。⑤

在柳宗元为其撰写的墓志中对崔氏患病的描述和分析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这段文字虽短，但
已是一篇完整的病案资料。以往的研究对崔氏的病因简述为“乳病”或“患病”，崔氏究竟是怎样的
病症? 何种“乳病”? 崔蹈规患病后有哪些表征?
崔蹈规在哺乳期间，“病肝气逆乘肺”。在《难经集注》中有云:“肝在志为怒，怒则气逆乘肺，故

喘。何以然，谓肝之支别，从肝别贯膈上注肺。”⑥可知肝经别支连接肺经，大怒则肝气上逆影响肺经
功能，可出现气喘的症状。而在《黄帝内经太素》的《经脉之一》中写道:“咳上气喘渴，烦心胸满，臑
臂内前廉痛厥。”⑦其中提到肺经所主疾病为咳喘、口渴、心烦、胸中满闷，上臂内前侧疼痛麻木，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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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 853 页。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 853 页。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 855 页。对照《全唐文补遗》( 三秦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4 辑第 97 页录文、《隋唐五
代墓志汇编·洛阳卷》(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13 册第 47 页拓本，以及《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河南卷》(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96 页拓本，该录文有误。唐代行政区划并无“南州”，应当为“南出”。另据墓志拓片薛巽“北移浪州”，但从柳宗元
文集来看，应该为“朗州”。
柳宗元:《祭崔氏外甥女文》，《柳宗元集》卷 41，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1107 页。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 853 页。
吕广:《难经集注》，商务印书馆 1955 年版，第 158 页。
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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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热，正暗合墓志中“牵拘左腋”的说法。病因、病机及主证已有，病势及转归又如何? 志文说“巫医
莫能已，期月之日洁服饰容而终”。“期月”如何理解至关重要，学界对唐代墓志中“期月”的解释有
“一月”和“一年”两种，其中“一月”的用法更常见，而且志文紧接着写道“明年二月癸酉祔于墓”，此
处的“期月”应理解为一个月，说明崔氏病势急剧。
由于墓志中提供的信息过少，想要完整还原崔蹈规起病至死亡的过程难度较大。从以上医书的

记载可以推测:哺乳期的崔氏体虚而情志不畅，因怒以致肝气逆厥于肺，出现气喘、胸痛之症，痛引上
肢而拘挛，最终治疗无效，一月之内速亡。此番分娩后情绪波动并患病的推理与崔蹈规个人经历多
有契合之处。根据柳宗元的多篇悼文、①相关亲族的墓志，可以梳理出崔氏心理和身体上的变化: 811
年丈夫突遭贬谪、全家南迁; 812 年父亲因流放死在 州，两个弟弟崔处道和崔守讷护丧北上，途中遇
暴风溺死;至亲亡故的噩耗传来，正值崔氏初次生育后，她的心情遭受沉重打击，病根暗生; 815 年舅
舅柳宗元被朝廷调离永州前，舅甥二人相见，“犹且轻别，临视无路，遡风恸哭”，泪水中的崔氏或已察
觉自己身体虚亏，熟识医理的柳宗元也很可能已发现外甥女抱恙; 818 年，第二次生产后崔蹈规陷于
远离家乡、至亲分离和逝世的忧虑，愤懑满怀直至“肝气逆乘肺”，诱发疾病。
墓志终究不能完全等同于医案，但柳宗元聊聊数笔已为我们生动勾勒出一份较为完整的唐代女

性病历资料。他以志文记录下自己对崔氏第二次生育和哺乳期间的病情判断、病状推理，在表达对
病逝者无限怀念的同时，为后人研究唐代女性疾病提供了实例。

四、大历史中的崔蹈规病案

崔蹈规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能启发我们重新思考 7—9 世纪中国的社会生活状况，并作为史
学案例折射出东、西方学界在研究理论上的差异。美国学者姚平曾撰文讨论唐代分娩、产妇、因产而
亡的比例问题，并将柳宗元所撰崔蹈规墓志铭收入其论著《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之中。② 她的关注
点在唐朝不同时段育龄女性的死亡率、男女平均寿命的差别、佛教对唐人生育观的影响和在女性怀
孕—分娩期的作用。姚平、伊佩霞( Patricia Buckley Ebrey) 是海外中国妇女史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她
们对中国古代性别史、医疗史的研究是遵循西方妇女史研究的基本逻辑、理论与目标———发轫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国际妇女运动，在当代史学革新的氛围下，开创性地把社会性别概念引入历史研

究领域。对于西方的研究者而言，全球妇女史的总体研究使命是探究与阐释妇女生活中所反映的社
会性别制度( gender institutions) 、社会性别意义( gender meanings) ，揭示人类历史上男女两性不平等
的社会文化根源，最后以女性、性别视角重构世界历史。在此基础之上，西方的妇女史研究呈现出两
方面的特点:第一，多以男性、女性“二元对立”的思维展开，忽视两性的并存与合作;第二，将欧美的
性别史作为研究范式、参考基准和时间断限依据，没有脱离“欧洲中心论”、线性历史观的影响。对比
来看，中国的妇女史研究，尤其是对古代女性群体的相关讨论，不仅要在史料中寻找妇女，以期还原

不同时期女性的社会生活面貌，还要在女性史料中寻找历史，考证女性人物的个体、群体，把她们作
为历史的参与者和创造者，丰富史学的观察维度，复原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历史场景;在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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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继承悠久的传记史传统，发挥整体史观，注重两性的互动，尊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趋势。
明确中西方妇女史研究的差异后，我们再次聚焦崔蹈规:她人生的最后时刻，哺乳期患病，病情

迅速发展，以致“巫医不能治”而亡。除了医疗史的启示、病案补充，她的背后还有哪些史学信息需要
细思与重审? 首先，是否亲自哺乳是中国古代女子身份、地位差异的体现，皇室、高门、富商之家多有
专职乳母代劳，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间雇佣乳母的现象也比较常见;此外，哺乳的时间与个人体

质、家族传统、阶段性社会风气、所处地域也息息相关。崔蹈规的家族在士族等级高下突显的中古中
世，曾是社会文化精英阶层的代表，但在唐朝士族门阀渐衰的总体趋势下，已失去旧日荣光，崔氏本

人也成为中唐普通官员之家的妻、女代表，墓志史料中“既乳”( 表明开始哺乳) 且未见有乳母协助，
表明很可能是自己母乳喂养幼子。
其次，此病案的发展还与唐代的医疗资源分配有关。崔氏因夫薛巽遭遇贬官，举家搬迁到朗州，

这是病案发生的地域。在崔蹈规生活的元和年间，朗州发展缓慢、相对落后，远离政治中心，是唐代
朝廷贬谪官员的选择地之一，柳宗元的挚友刘禹锡也曾被贬到朗州担任司马。刘禹锡于永贞元年
( 805 年) 至元和九年( 814 年) 被贬于朗州，长达十年，恰在薛巽夫妇赴朗之前。透过《新唐书·刘禹
锡传》我们可以观察朗州风俗:“州接夜郎诸夷，风俗陋甚，家喜巫鬼。”①此地靠近南方少数族群聚居
地，各民族杂居共处，祭祀鬼神和巫术之事盛行，医疗水平并不发达。刘禹锡于元和十三年( 818 年)
完成医书《传信方》，这是他日常记录的 50 个药方，来自于个人体验或听闻，包括他在朗州任官时的
经历。唐代官员遭遇贬谪后多有济民救世的精神，书写了较多医疗类书籍，②刘禹锡所作《传信方》
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朗州医疗匮乏之需。
综上可知，崔蹈规分娩后患病，由于身处医疗水平相对落后的朗州，远离医疗资源集中的长安和

洛阳，难以及时获得高水平的治疗，很可能在病发加剧后曾求助于当地盛行的巫术，这与中古时期医

巫互相融合的状况也比较一致。③ 崔蹈规的结局反映出唐代医疗资源不足、分布严重不均衡的问题。
京城的医生水平高、人数多，尚且应接不暇，而地方州县每州仅有一位医博士，再按照州的级别对应
配置 10—15 名医学生，远不能满足每州数万户人的诊疗需求。非官方的医疗资源( 医生、医药书籍、
药材等) 是地方社会医疗的有力补充，但能否有效解决区域内的紧缺和不足尚缺乏史料证据。崔氏
作为朗州司马之妻，是地方官员的家眷，都未能得到有效的医治，可想当地普通妇女在哺乳期患病求

医、治疗的难度，她们中的许多人也许只能久卧病榻、忍疾不治。

结 语

从墓志还原唐代女性的疾病史、医疗史和人生史是妇女史学界发展的热点与新趋势，多学科的
交叉碰撞有利于理论的创新、系统化及专题研讨的深入。面对古代史书、墓志、医学典籍书写中的性
别框架，研究者需要遵循对应资料的基本使用规律，细致甄别男性的“他者”视角与女性群体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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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新唐书》卷 169《刘禹锡传》，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5129 页。
唐代官员撰写方书的情况屡见史册。如陆贽被远派忠州( 今重庆下辖县) 做官后，十年间“家居瘴乡，人多疠疫，乃抄撮方书，为
《陆氏集验方》”( 《旧唐书》卷 139《陆贽传》，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3818 页) 。后世评价此书出于忠州疾病治疗之需求，亦解救
患病之百姓，此后的士大夫多效仿。
如霍斌《恐惧与话语权———唐代“蛊毒”研究的新视角》( 《云南社会科学》2014 年第 4 期) 论述了中古时期医者和巫者都扮演了
医疗者的身份，并谈到了本篇中崔蹈规墓志中“巫”“医”连称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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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不能把唐代妇女史孤立于整体历史之外，亦不可套用西方理论，忽视中国古代自身的发展特

征。正如李伯重所言，妇女史是通史的一部分，不应变成封闭的学术领地，妇女是“半边天”，男性所
代表的另外一半也应纳入论证，妇女史的研究并非建立在两性对抗的基础上。① 妇女史的研究虽兴
起于西方，但欧美学界对女性群体乃至性别史的研究理论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中国妇女
史有自己的话语体系、理论和论题。以中国古代墓志、中医古籍为例，它们所承载的思想、仪礼、传统
文化、理论、逻辑、经验不应被忽视。如果不能尊重、认可和掌握它们的使用方法，就会出现片面、表
浅、错位的认知与结论，脱离研究历史上妇女群体的初衷。
本篇选取崔蹈规志文为例进行跨学科讨论，旨在探究医疗史、人生史视野下唐代妇女史研究的

新模式，聚焦中古时期女性疾病与医疗细节的考证。一方面，崔蹈规是博陵崔氏、河东柳氏、夫家河
东薛氏的一部分，她所代表的女性群体是唐代中上层妇女，墓志与祭文、传世史料共同勾勒出她的受
教育状况和生活空间;另一方面，崔蹈规的患病过程是唐代女性哺乳期疾病治疗的完整案例，由舅舅

柳宗元书写得以保存，为复原古代产褥期疾病、医疗史提供例证。
医学、社会学、性别学为古代女性史的研究拓展出更宽广的视野，新学科的融入为传统的文献考

证模式注入活力。哺乳期产生的病痛关乎妇女的生命与下一代的延续，从古至今都应当受到关注，
这是医疗史、疾病史不容忽视的篇章。但在社会性别传统的影响下，唐代的哺乳期疾病被笼统地划
分在产后诸病之中，针对性弱、医案积累较少、治疗手段受限，加之区域医疗资源严重不平衡，很可能
病发而无处求医，病情急剧而医生束手无策，拖延之下病症加深，甚至死亡。这是崔蹈规医案给我们
带来的启示。在隋唐五代墓志的汪洋之中，遭受疾病的妇女们不应被遗忘。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新
路径的使用、史学人文精神的映照，必将推动女性医疗史理论的提升，加快构建我们自己的女性 /性
别史研究理论体系，打造融通中外的新范式。

( 作者廖靖靖，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邮编: 100081)
(责任编辑:张舰戈)

(责任校对:廉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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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李伯重:《问题与希望:有感于中国妇女史研究现状》，《历史研究》2002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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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ample of Adhering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Correct View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earning from the Resolution of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 / Cao Qingbo

From the scientific summarization of the party's history to the making of a new future by eliciting
lessons from the past，it is a prerequisite to adhere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correct views in history.
This is a crucial matter. The Resolution passed by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is a significant document. Not only does it closely follow the Marxist theory of“five social
forms”but also profoundly reveals the inevitability of China's path to socialism. It iterates the dominant role
of the people in history，offering a compelling interpretation of the ultimate goal and the great tradition of
the party. It adheres to correct views of party history，and accurately grasps the main theme and essence in
the unfolding of party history. It is an example of adhering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correct views of
party history. Therefore，it is of grea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further promoting studies of party history，the
history of New China ，the history of the reform and open up，and the history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Medical Treatment and Epitaphs: Reflections on Studies of the Women's History in the Tang
Dynasty / / Liao Jingj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history，new theories have been introduced to studies of women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heated discussion of life history has raised scholars' attention to the life course of
ancient women's individuals. Thanks to the convergence of multiple disciplines，medical treatment of
women and studies of diseases in the Tang Dynasty have become a vibrant topic in the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community in the 21st century. Scholars both in China and overseas have jointly focused on
epitaph data of the period with ambitious attempts to restore women's birth and death experience. The use
of epitaphs and ancient medicine sources is the key to these efforts. Both of them are limited within the
gender framework of text writing. Following the basic rules of corresponding data，we need to carefully
distinguish the biased views induced by the male perspective as“the alienating other”from the authentic
situations within which women actually lived. In doing so，we have to collaborate theories with historical
facts from ancient China. Researchers should neither“isolate”women's history of the Tang Dynasty from
general history nor abuse Western theories and ign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China. Taking the
epitaph for Cui Daogui written by the famous writer Liu Zongyuan as a exampl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tiology，pathogenesis，syndrome，and cause of death of the tomb owner through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By re-examining the social classification and the allocation of medical resources in Tang
Dynasty，it iterates the significance to reconstruct a women /gender theory of our own yet without losing
sight of the entirety of history.

Rethinking the Evolution of Historiography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 / Qu Ning

The evolution of historiography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was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
change of historiographical genres and historical views，but also on the scale of historical thinking. The
latter was to further eradicate the influence of empty talks and dogmatic thinking of Neo-Confucianis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historiography was transformed as well. Confucianism was deemed
more important than historiography in the past，but now historiography and Confucianism were paid equal
attention to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historiography was greatly enhanced. So w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gic and methodology. Theory was traditionally adopted to analyzing facts，but now facts were utilized to
collaborate theory. As a result，the emphasis of historical writing began to be shifted from theory to 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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